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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理论还是验证理论

———现代科学视域下历史研究的困境及出路＊

邓曦泽
（四川大学 政治学院，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６４）

［摘 　 要 ］人类最重要的活动是知识生产，越能生产有效知识的
学科越重要、越繁荣。在古代，历史学的主要方法有二：一是大量
记录事件，这些事件构成丰富样本；二是使用归纳法对样本进行归
纳，发现一些规律。这意味着，历史学作为一种经验归纳的知识生
产方式，具有进行有效理论建构的功能，并成为古代最重要的知识
生产方式，由此导致历史学颇为繁荣。但是，现代科学诞生以来，
它以更强大的知识生产功能使历史学、哲学等传统学科相形见绌，
历史学也因此沦为验证现成理论的案例和注脚，价值日益降低。
而未来的历史学要想在一定程度上重新焕发生产知识、发现理论
的生命力，除了要把历史学改进为问题式历史研究，把文献史改进

为问题史之外，还需引入现代科学研究方法，使之接近现代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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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近以来，与方兴未艾的自然科学以 及 经 济

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新兴、实用的学科相

比，历史学、哲学等传统学科明显衰微了。历史学

为什么会衰微？它又如何 可 以 获 得 新 的 生 命 力？

历史学之所以衰微，是因为古代没有现代科学这种

知识生产方式，而历史学基于大量事件而 进 行 归

纳，具有生产知识、发现理论的重要功能，因而成为

知识生产的最重要方式。但是，现代科学以其更强

大的知识生产功能，使历史学、哲学等传统学科相

形见绌，而历史学就沦为验证理论的案例和注脚，
价值日益降低。历史学要想重新获得生命力，除了

把历史学改进为问题式历史研究，把文献史改进为

问题史，还应引入现代科学研究方法，从而使之接

近现代科学。

＊　笔者的博士论文对《左传》所记战争与会盟作了完全统计（《春

秋左传战争表》、《春秋左传会盟表》及《春秋战争战争考》）。以

此统计为基础，笔者已完成《冲突与协调———以春秋战争与会

盟为中心》一书的初稿。本文属此书导论的方法论。之所以有

此方法论讨论，是因为书稿亦属历史研究（政治史研究），而笔

者试图摆脱沦为验证理论的常规历史研究。倘要摆脱常规，仅

从史料上下功夫是不够的，还需要并首先需要在方法上独辟蹊

径。晚近以来历史研究的式微，是因为现代科学的兴盛使历史

研究生产知识、发现理论的功能相形见绌。是故，历史研究应

当反省自身，进行自我批判，才能发展自身。历史研究只有放

在问题之下并引入现代科学研究方法，而不是放在现成理论之

下或停留于训诂考据，才能走出困境，重新发现有效理论，焕发

生产知识的生命力。此文所论方法论，适用于一切文本研究，

历史研究与文本研究其实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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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类最重要的活动是知识生产

人类必 须 进 行 生 产，才 能 生 存、繁 衍 和 发 展。
在人类之初，知识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基本上是糅

合在一起的。人类已发现的在没有文字的旧石器

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远古遗存，其生产的分工程度

很低，尤其是没有将知识生产和物质生产分离，知
识生产包含于物质生产，因为那个时候尚不具备将

知识生产从物质生产中独立出来的重要且必要的

条件———文字。而结绳记事，口耳相传是非常初级

的知识传播和积累方式，无法摆脱传授的时间、空
间限制及辗转传授所产生的理解、表达和 传 播 歧

误，因而无法为知识独立生产提供有效手段。
文字是知识独立生产的必要条件，但这并不意

味着文字是知识独立生产的充分条件。要使知识

得以独立生产，还需一个必要条件———制度条件。
制度条件的核心是：一个社会允许少部分人专门从

事知识生产，成为专业学者，为他们提供生活条件

和生产知识所需的学术条件。中国很早就有了这

样的专业学者，如上古的卜、巫、祝、史，而史官尤其

具有专业学者的特征。《汉书·艺文志》讲“儒家者

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等

等，这些“官”既是职官也是专业学者，他们不但承

担相关事务的处理工作，同时也对相关事务进行理

论总结和建构，而后者就是专业学者的职能。到了

西周，学者的专业化更明显，形成了六艺之学，也形

成了大量的典籍。到了战国，诸侯养士成风，这些

士中，有不少就是专业学者（即余英时所言的“文化

事务专家”①）。齐国的稷下学宫中，就有不少专业

学者。并且，战国时期，还增设了博士。此博士虽

是官名，但并非行政职官，而是学术职官。秦朝，博
士不少，“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②。
秦汉以后，学者的专业化就更明显了。而隋唐确立

科举制后，学者的专业化被明确地制度化，专业学

者和官员一样，需要通过考试才能获得国家的资助

和支持。
对于人类知识生产来说，学者的专业化极其重

要，它使知识的生产、传播和积累变得永续，尤其是

推动了有效知识的生产速度。中国古代之所以长

期领先于世界，与学者的专业化亦即知识生产、传
播和积累的专业化密切相关。世界几个主要文明

都很早就有了专业学者，如古希腊文明、印度文明、

阿拉伯文明。
知识产生是人类最重 要 的 活 动 或 生 产 活 动。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生活中，任何人生下来后，首
先进行的活动是学习（广义），在对知识（广义）掌握

到一定程度后，他才运用知识去生产。知识不是从

来就有的，而是被人类自己生产出来的。如果行为

者没有一定的有效知识作指导，不论这些知识是在

教育中获得的还是自己独创的，是系统的还是零散

的，是专业的还是非专业的，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

的，那么，行为者的活动将与动物无异。行为者掌

握什么样的知识，决定了他有什么样的计划性。
生产知识也就是生产行为者的计划性。只有

在行为者的知识所支配的计划之下，行为者采取行

动（即去生产），对象才能被改变，成为特定的呈现

样态，也就是行为者所期望的目的世界（虽然经常

达不到预期目的，但可以逐步修正）。因此，知识被

生产，决定用知识去生产。在这个意义上，知识生

产是人类最重要、最基础的活动。

二、历史研究作为一种

经验归纳的知识生产方式

　　生产知识是人类最重要、最基础的活动，而学

者的专业化满足了知识的永续生产、传播和积累的

重要条件（近乎充分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知识生

产一定以某种形式（如某个问题、某种研究方法、某
个学科）进行，更不意味着有效知识的生产速度有

多快。
在近代科学产生以前，历史研究（史学）是一种

很重要的知识生产方式，它以归纳法为基本的思维

方式和方法，通过大量记录各种事件，尽可能从事

件中发现一般性、规律性的东西，建立相应的理论，
以帮助人们认识现在和未来，指导人们的行动，此
即司马迁撰写《史记》的目的：“网罗天下放失旧闻，
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③“旧闻”是
历史事件，是样本；“理”，是规律；“稽”，是获得规律

的方法，而司马迁之“稽”，即归纳法。归纳法的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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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美］余 英 时：《士 与 中 国 文 化》，第３１页，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１９８７。
《史记·秦始皇本纪》。
《汉书·司马迁传》。



学基础是经验义，所以，历史研究发现理论的根据

也是经验主义。同时，经验主义是现代科学的哲学

基础之一，有不少科学发现都是通过经验归纳，再
加上数理手段，形成规范理论的。在这个意义上，
历史学与科学具有一定的交集，它通过经 验 归 纳

（不完全归纳法），发现一些不完全可靠的规律，建
立相应的理论，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事件和预

测未来。
历史学能够进行理论建构，这本身不是归纳出

来的，而是根据历史学的基本特征（更准确地说，是
其方法特征）推论出来的。历史学的方法有二：其
一，大量记录事件，这 些 事 件 构 成 丰 富 的 样 本；其

二，归纳法，对样本进行归纳。基于这两个方法，可
以推论出历史学具有进行有效理论建构的功能，即
历史学通过对样本进行归纳，可以发现一些比较可

靠的规律。根据这两个方法还可知道，历史学并无

确定的研究对象，许多对象都可以纳入历史学的研

究范围，这意味着，历史学可以归纳、总结关于许多

对象的知识。
在古代学术中，对于有效的知识生产和理论建

构，历史学居于首要地位。理由很简单，因为在近

代科学产生以前，人类尚不会使用数学来描述实验

和经验事件，而先验主义根本无法生产有效知识，
所以，经验主义的归纳法就成为知识生产的最重要

方式。比较起来，虽然其他某些专业化学科也偶尔

记录事件，并偶尔运用归纳法，但由于历史学对事

件的记录数量（样本量）和对归纳法的运用程度，都
高于其他学科，所以，历史学生产知识和有效知识

的能力都高于其他学科。当然，由于历史学的研究

对象很宽泛，所以，有不少零散的研究和经验，虽然

没有冠以历史学之名，但实际上都可以归 入 历 史

学。换言之，说历史学是古代最重要的知识生产方

式，实际上是说，通过收集样本而进行归纳，是古代

最重要的知识生产方式。这种知识生产方式可以

概括为“问题＋历史材料＋经验归纳”的研究范式。
就专业史学来看，中国的历史学也许是世界上

最发达的。第一，对历史学有明确的目的期待，这一

目的可以概括为以史为鉴。第二，对历史学的功能

有明确认识，其功能的经典表达是“究天人之际，通
古今之变”。而关于历史学的目的和功能，司马光在

《进书（〈资治通鉴〉）表》中有较详备的表达：“删削冗

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

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粗精不杂

……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

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①历史学

的基本问题是：国家兴衰的规律是什么？基本方法

是：收集大量历史事件（相当于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

调查、收集样本和数据），并以与国家兴衰的相关度

为标准进行遴选（即司马光所言的“删削冗长”，这相

当于现代的样本筛选）；对众多历史事件进行归纳、
总结，具有明确的经验特征（即司马光所言的“监前

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通过归纳过去，解释当下

与未来，并预测未来，这也与现代的归纳法相同）。
其基本目的有二：在认知上，寻找其中具有规律性的

关键信息，进行理论建构（即司马光所言的“举撮机

要”，这与现代科学研究完全相同）；在价值上，运用

建构的理论，指导国家治理，或更一般地讲，指导人

们的行为（即司马光所言的“善可为法，恶可为戒”，
这也与现代研究完全相同）。第三，制度内外对历史

学都给予了大量支持。在制度内，有从事史料收集

和研究的专门机构，有大量专业人员，国家给予了较

大的财政支持，史官地位一直都很高。在制度外，还
有大量民间史学家，民间也为历史学提供了大量资

助和支持。第四，产生了大量史学著作，不但有大量

官史，也有大量民间史书。第五，史学著作体例赅

备，内容丰富，记录了大量重要人物和事件（即样本

丰富），得出了一些较可靠的一般性结论。但是，由
于历史学的归纳方法无法得出完全可靠的必然性、
普遍性结论，所以，历史学命题需要在经验中不断检

验。在某段时期，人们根据某些样本可以得出结论

Ａ，但是，如果人们在另一段时期找到了Ａ的明显反

例，那么，结论Ａ就应该被修正。这也符合科学的观

念，“科学却总是暂时的，它预期人们一定迟早会发

现必须对它的目前的理论作出修正，并且意识到自

己的方法是一种在逻辑上不可能得出圆满的、最终

的论证的方法”②。所以，古代的历史学是较为接近

科学的。
这里再以汉武帝对历史的解读（研究）为例，看

看历史学的实证方法及其自我修正。在《汉书·董

仲舒传》中，汉武帝向董仲舒问策时，表达了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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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资治通鉴》，第９６０７—９６０８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６。
［英］罗素：《宗教与科学》，第５页，徐奕春、林国夫译，北京，商务

印书馆，１９８２。



困惑（“盖闻虞舜之时……切磋究之”部分）：为什么

同一种治国策略，在不同时期、不同治理者那里，会
产生很不相同的效果呢？治国难道没有稳定可靠

的规律吗？对于汉武帝的怀疑，可以列表如下：
表１　汉武帝对以史为鉴的结构之反思

编号 问题 施行者 方法 效用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如

何

治

国

平

天

下

虞舜
游于岩郎之上，垂拱无

为
天下太平（十分有效）

周文王 日昃不暇食 宇内亦治（比较有效）

汉武帝 夙寤晨兴
功烈休德未始云获（局
部有效，成效不大）

殷人
执五刑以督奸，伤肌肤

以惩恶
（局部有效）

成、康 不式（基本不用刑罚）
四十余年天下不犯（十
分有效）

秦国 重刑罚
死者 甚 众，刑 者 相 望，
秏矣哀哉（基本无效）

汉武帝
朕亲耕籍田以为农先，
劝孝弟，崇有德

未始云获（局部有效）

　　从此表可看出，汉武帝完全是在进行统计和归

纳，试图发现历史事件所蕴含的规律。如果不考虑

现代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政治学等）对数学方法的

使用，汉武帝的方法与现代社会科学很相近。实际

上，普通人（包括学者在某些时候）也在运用汉武帝

的方法，汉武帝的统计方法和归纳方法是现代科学

的基础部分，是人类广泛使用且局部有效的方法，
而在古代则是最强大的方法。

关于经验主义或归纳法的弱点（亦即史学的弱

点），希腊哲学家的看法可以说是对的，即经验手段

无法产生普遍的、必然的结论，但是，哲学提供的解

决方案（玄思）却是更糟糕的方案，因为玄思似乎能

获得一些普遍的结论，但是，这些结论只是非常笼

统的，无法针对具体事件作出解释和预测，其有效

性反而低于经验（或历史学）。在没有找到更优知

识生产方式的情况下，哲学对经验（或历史学）的批

评是不成立的，因为只有当批评者提供了优于被批

评者的方案时，批评才是有效的。要指出某种方案

（或理论、法律、策略等）的不足，很容易；但要提供

更优的替代方案，却很难。
有没有更优的知识生产方式呢？———有，这就

是现代科学。

三、从发现理论到验证理论：
现代科学视域下历史研究的命运变迁

　　近代科学革命引发了一场巨大变化，其最大变

化在于把数学引入了自然科学，而自然科学通过数

学这种描述分析工具而具有了普遍性，便成为“数
理科学”，即现代科学。现代科学给传统学术带来

的巨大冲击、振荡和裂变①。现代科学在方法上的

基本特征，就是伽利略开创的“数学＋实验”（参见

丹皮尔②、爱因斯坦③、罗素④的论述）。“数学＋实

验”这个方法组合（结构）运用在不同对象上，就产

生不同的科学学科。
以“数学＋实验”为基本方法的现代科学，不但

超越了哲学（玄思），也超越了历史学（归纳），成为

既能提供普遍结论，又能解释经验事件的知识生产

方式。随着科学的日益发展，科学在不断生产有效

知识的同时，也迅速将理论转化为实践，将知识转

化生产力。经过几次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现代科

学的威力已经无可否认，并拓展至社会领域，建立

了社会科学。于是，科学攻城略地，几乎占据了所

有知识生产部门，连传统学术如文学研究、艺术研

究、神学、宗教学也 不 得 不 经 常 借 用 科 学 的 方 法。
概言之，现代科学在所有知识生产部门中都占有全

面和遥遥领先的优势。
那么，历史学还能做什么？历史学何去何从？

其实，就自身绝对功能来看，历史学的功能丝

毫没有下降，它仍然能以不低于古代的水平生产知

识。但关键在于：一个事物的价值不但由它自身的

绝对价值所决定，更由它的价值与其他同类事物价

值的比较状况而决定。这里的比较就是竞争。其

实，对于一个事物的价值，真正重要甚至唯一的判

断标准是后者，即（对于行为者）一个事物的价值取

决于它与其他同类事物价值的竞争状况。也就是

说，一个事物的价值乃是它的相对价值或 比 较 价

值。如果Ａ方 案 比Ｂ方 案 更 能 实 现 行 为 者 的 目

标，行为者显然会选择Ａ。如果行为者面对至少两

个同类事物，那么，他一定会比较，选择更优的。如

果行为者面对唯一的事物，亦即唯一的选择，则该

事物的比较对象是空集，那么，他不可能有任何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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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杜威：《确 定 性 的 寻 求———关 于 知 行 关 系 的 研 究》，第２０
页，傅统先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
［英］Ｗ．Ｃ．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上

册，第１９５页，李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５。
《爱因斯坦文集》，第１卷，第５７４页，许良英等编译，北京，商务

印书馆，１９７６。
［英］罗素：《宗教与科学》，第１６页。



择、抱怨和满意（无所谓选择、抱怨和满意）；那么，
该事物的相对价值也就是其绝对价值。这意味着，
如果存在针对同类问题（因此具有同类价值）的方

案Ａ与Ｂ，行为者一定会进行比较，比较就是Ａ与

Ｂ的竞争，然 后，胜 出 者 被 采 用。高 级 的 东 西（产

品、知识、工具、生产方式、社会制度等）可以让低级

的东西衰落，甚至报废（这实际上就是本文的推理

规则）。由此可知，历史学（以及哲学等传统学科）
不是它生产知识的绝对功能下降了，而是它与现代

科学相比，相对功能下降了。① 现代科学的迅速发

展，不但报废了许多旧知识，也报废了许多旧的知

识生产 方 式。不 过，历 史 学 只 是 式 微，而 未 报 废。
举一个同构的例子。即便在现代社会中，帆船的绝

对功能也没有下降，它在传统社会中能做什么，在
现代社会中同样能做什么，但是，帆船的功能与轮

船相比，相形见绌，所以，在竞争中，帆船完全不是

轮船的对手。
在自然科学领域，传统历史学几乎毫无用处，

除了回顾性地撰写科学史。而科学史的目的不再

是生产知识、发现理论，而是整理理论，使之形成一

个历史脉络，让那些喜欢历史故事的人去眷顾。而

在社会科学领域，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
法学借用科学方法，日益科学化，其生产知识、发现

理论的能力日益强大，也使传统历史学相形见绌。
虽然历史学生产知识的绝对功能并没有 下 降，但

是，面对远比它高级的知识生产方式———现代科学

（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历史学所生产的知识毫

无价值（价值为零），甚至是负价值。怎么理解历史

学所生产的知识的价值可能为负？设历史学所生

产的知识的价值为Ｘ，现代科学所生产的知识的价

值为Ｙ，Ｙ与Ｘ的价值差或效用差为Ｚ，两者的成

本相同。如果行为者能够获得现代科学的价值Ｙ，
却只获得了历史学的价值Ｘ，在可选择的情况下，
这意味着，行为者损失了价值Ｚ②，因此，根据“一个

事物的价值乃 是 它 的 相 对 价 值 或 比 较 价 值”的 命

题，对于行为者来说，历史学所生产的知识的价值

实际上是－Ｚ。换言之，根据经济学的效用最大化

假设，当行为者可以选择Ｙ时，Ｘ对于他来说就是

不应选择的，若要选择Ｘ，他就相当于损失了Ｚ，因
此，Ｘ对于他来说，价值乃是－Ｚ。当这样理解知识

的价值时，则意味着，知识的生产和创新，是以既有

知识的最高水平为标准的，凡是低于最高水平的生

产都是低水平的重复，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这种

知识价值观有助于促进人们进行真正的创新，减少

重复劳动。

这里的讨论看似很反主流，但其实与通常的史

学理论有不少相通之处。卡莱尔（Ｔｈｏｍａｓ　Ｃａｒｌｙｌｅ）

曾指出历史学的职能是记录和总结兴衰交替（的规

律）。③ 麦考莱（Ｔｈｏｍａｓ　Ｂａｂｉｎｇｔｏｎ　Ｍａｃａｕｌａｙ）指出：

“在历史中，事实已经给出，要找寻的是原则。”④ 他

还谈到了历史学的归纳法，并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

了历 史 学 在 现 代 沦 为 验 证 理 论。⑤ 布 洛 赫（Ｍａｒｃ

Ｂｌｏｃｈ）也明确指出以古知今的必要和可能⑥。科林

伍德（Ｒ．Ｇ．Ｃｏｌｌｉｎｇｗｏｏｄ）也指出历史中存在着老

方法和新方法的变迁以及二者的协调问题⑦。但

是，他们的不足在于没有明确认识到，一切学科的

第一本质（即第一目的和功能）乃是生产知识，因

而，他们都未曾明确指出，历史学其实是一种具体

的知识生产方式，其根本任务是生产知识和有效知

识；继而，他们更未明确将历史学这种知识生产方

式与其他知识生产方式尤其是与现代科学这种生

产方式相比较，辨析各种知识生产方式的功能的变

化和大小，从而理智、科学地认识和对待历史学。

然而，越到后来，史学理论家对现代科学的理

解越深，就越看到历史研究的危机和衰微。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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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个道理，也可以理解中国文化的衰落。１６世纪以来，中
国文化之衰落，不是因为它自身功能下降，而是与西方的迅速

前进相比，相形见绌。

这个价值差作为损失，看似机会成本，实 际 上 不 是。“机 会 成

本”（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Ｃｏｓｔ）是指在多种方案中只选其一时，被舍弃

选项中价值最高的选项，若ａ、ｂ、ｃ……ｎ的价值无序排列，假定

行为者选择ｂ，而ｋ是余下选项中价值最高者，则ｋ是此次选

择的机会成本。这里所论的价值差，不是这样的ｋ，而是将选

项按照价值高低排序为ａ、ｂ、ｃ……ｎ，在可选择最优方案ａ的情

况下，行为者却选择了较劣方案ｋ，从而损失了ａ－ｋ，而不是损

失了剩余选项中的价值最大者ｂ。机会成本是不可能避免的，

但这一损失却是可以避免的。这一损失，尚无 法 归 为 现 有 的

成本分类中的任何一种成本，它很可能是人们尚未认 识 到 的

一种成本，可以称为“劣向选择成本”（Ｂａｄ－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ｃｈｏｉｃｅ　ｃｏｓｔ）

或“劣向成本”（Ｂａｄ－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ｃｏｓｔ）。这种成本可以更基础、彻底

地解释竞争。

④⑤　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

著作选》，第２３２、２６７、２７０页，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
［法］马克·布洛赫：《为历史 学 辩 护》，第３４页，张 和 声、程 郁

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英］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第４４５—４４７页，何兆武、张文杰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



曼德尔鲍姆（Ｍａｕｒｉｃｅ　Ｈ．Ｍａｎｄｅｌｂａｕｍ）认为“历史

学家的全部目的都是描述、叙述”①，而将发现规律

作为附带功能，这种定位乃是历史学在现代科学冲

击下的逃遁。如果其所言为真，则历史学所提供的

只不过是更真实的历史事件，亦即更真实的样本，
那么，与传统历史学相比，它发现归纳性质的非必

然规律的企图和功能都大大减弱了，所以，这样的

历史学只 能 生 产 出 低 级 的 知 识。布 罗 代 尔（Ｆｅｒ－
ｎａｎｄ　Ｂｒａｕｄｅｌ，或译“布劳代尔”）也指出，在新知识

积累（实乃现代科学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人文科学

尤其是历史学正经历着“普遍的危机”；并且，虽然

文明史试图用过去解释现在和未来（与中国的鉴往

知来相当），但实际上，文明史的解释功能的可靠性

并不高。② 亨佩尔（Ｃａｒｌ　Ｇ．Ｈｅｍｐｅｌ）指出，历史研

究要假定和总结普遍规律③。罗素则指出，历史学

企图成为科学，但在现代科学背景下，它越来越不

成其为科学，而成为讲故事的艺术。④ 布罗代尔、亨
佩尔、罗素都在一定程度上从生产知识角度理解历

史研究，但还不够明确。而在中国，由于历史学者

大多数是文科出身，对科学这个舶来品的理解并不

深，所以，关于历史学的功能和定位还远不如西方

客观、准确和深刻。
其实，经历了现代科学几百年的冲击，在与现

代科学的竞争中，历史学自觉不自觉地认识到，它
在生产知识、发现理论方面的功能根本无法跟现代

科学相提并论，于是，历史学几乎完全转入了整理

与梳理。
但是，整理与梳理不是随意的。历史学在整理

与梳理文献时，必须带有一定的理论，而这些文献

被整理出来后，呈现的乃是那些理论。也就是说，
文献成了理论的验证，而不是从文献中发现理论。
不过，有一问题需略作考量。能否把现代以降的所

有文献整理都归为验证理论？这需要在两种程度

上理解：一是强的程度，二是弱的程度。在强的程

度，只要文献整理不是为了发现理论，并且不是盲

目的，那么，文献整理就必然是在特定理论的支配

下进行，不管整理者是否意识到支配其整理工作的

理论。因此，这种文献整理一定是或强或弱，或显

或隐地验证理论。例如，“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
“中国历 代 文 论 选”，“辛 亥 革 命 前 十 年 间 时 论 选

集”，“儒家经典读本”之类的文献整理，都受了一定

理论的支配，都在或强或弱，或显或隐地验证理论。

在弱的程度，有些文献整理并不受明确的理论的支

配，这大体包括叙述事件原委（在古代，则如纪事本

末体）和考据。这两种情况，如果服务于发现理论，

则属于提供事实，亦即发挥提供经验案例、样本的

作用。不过，当样本越来越多或充分时，新发现的

样本的价值会越来越小，甚至趋近于零。

历史研究在近代以降逐渐转向验证理论，并成

为主流，梁启超、陈寅恪、吕思勉、范文澜、郭沫若、

游国恩、冯友兰、牟宗三、胡适等的历史、文学史或

哲学史研究均是如此（不排除有例外）。例如，梁启

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就以西方的平等与自由观

念为理论（这些理论在这里是作为方法或视角），重
新审视中国古典文献中是否有相关理论。⑤ 梁启

超在解读文献之前，已经有了一套先行的理论，他
根本不是要发现新理论，而是要通过古代文献来验

证理论。“五四”之际以来林林总总的“中国哲学

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历史”、“中国辩证法思想

史”、“儒家民主思想”、“方以智辩证法”之类的研

究，都是在用史料去验证现成理论，这些研究都是

历史研究。⑥

当史料成为现成理论的验证时，历史学不再生

产知识、发现理论，因而对人类知识和文明的积累

就基本上不再有贡献，其价值仅仅表现在为理论提

供验证案例，但这种做法的价值是很低的，且随着

案例的增多，案例的边际价值越来越低。例如，如
果甲用一些史料来验证了儒家具有民主思想，乙，

丙、丁……也用一些史料来证明了这一点，那么，越
到后面的人提供的史料的验证力越低，多一案例对

于“儒家具有民主思想”这一命题／理论来说，并无

多少意义，也没有告诉我们多少新鲜信息。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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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莫里斯·曼德尔鲍姆：《历史知识问题———对相对主义的

答复》，第３页，涂纪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第２７、１９７页及以下，刘北

成、周立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④　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

作选》，第８５９—８７５、５４４—５６３页。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９册，第３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
“五四”以来，用西方概念来解释中国古典文本（即以西解中）而
建立起来的“中国哲学”，实际上根本不是哲学，而是“哲学史”，

也就属于历史研究。而整个现代古典学（包括中国文学研究、

中国历史研究、中国哲学研究、中国政治学研究等）都是历史研

究（邓曦泽：《现代古典学批判———以“中国 哲 学”为 中 心》，第

２５５—２５８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沦为验证理论的历史学的价值是很低的。
关于这里的讨论，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这

里的例子主要来自中国的历史研究，但其实，这个

问题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现代科学背景下的

普遍性问题，并且西方比我们更早地遭遇了这个问

题，所以，这里的讨论是一般性的。而中西历史研

究的不同之处在于：西方用自己文化中的史料来验

证自己文化中的现成理论，而中国则是经常用自己

文化中的史料去验证外来文化的现成理论。第二，
现代社会科学中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

等，也会大量记录数据，整理文献，看起来也是历史

研究，但实际上，此类研究跟这里讨论的历史研究

几乎完全不同。此类研究没有预先设定一种现成

理论，让数据或史料去验证该理论。此类研究预设

的不是理论，而是问题，试图在特定问题的指引下，
从数据中发现规律。这种研究，完全可能生产出新

的有效知识，发现新的有效理论，因而是一种有效

的研究。这种研究可以称为问题式文献／历史研究

（即问题之下的文献研究或历史研究）。在这个意

义上可以说，以问题为导向、以发现理论为目的的

真正历史研究已主要不在历史学科（历史系）中，而
在其他社会科学对历史的研究中。问题研究，为历

史研究走出困境提供了基本方向。

四、问题研究：历史研究的出路

历史研究若要摆脱验证理论、沦为理论注脚的

困境，唯一可能的出路是：把历史放在问题之下，进
行问题研究。

根据人类生存活动的“问题＋方法＋效用”这一

基本结构，在问题、方法与效用三者之间，只有先确

立问题，才能确立方法，继而才有方法的有效性问

题。人类生存活动首先面对的是问题，是问题统率

方法及其效用，而非相反，方法及其效用都只有置于

问题之下才能服务于生存目的，所以，这里特别强调

问题式历史研究。问题式历史研究的直接效用之

一，就在于它可以把文献史贯串为问题史。在时间

角度，人类面对的问题及采用的解决方法，可以分为

老问题、新问题，老方法、新方法。① 这意味着，有一

些老问题是许多代人都要面对的，而人们一直试图

解决这些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人们生产了许

多文献。这些文献，如果不在问题视域之下审视，则
会显得非常凌乱，无章可循，犹如未被丝线串起来的

珍珠；而沿着问题，这些文献就会被组织起来，成为

一条线，呈现出脉络。问题贯穿于文献，犹如丝线贯

穿于珍珠；以问题理解文献，则如提丝线而起珍珠，
亦即提纲挈领，纲举目张（如司马光所言“使先后有

伦，精粗不杂”，就是要使文献有章可循）。
在问题式研究范式下，史料（或文献）就是数据

（含样本）。此 时 的 史 料，与 经 济 学、政 治 学、社 会

学、管理学等通过调查获得的数据是完全同质的，
都是经验数据，都没有预设现成理论，数据内部蕴

含的规律性信息都需要在问题之下去发现和建构。
二者的唯一差别在于：在时间上，经济学等面对的

数据通常是当前的数据（但也不一定），而历史研究

的数据通常则是更早以前的（什么样的数据算是历

史材料，在时间上可以作一规定，如五十年前，或某

个重大事件之前）。其实，经济学等学科也经常利

用史料，如经济史研究。
问题式历史研究可分为两种模式：其一，考察

前人对某个问题解决到了何种程度。其二，在特定

问题之下，利用历史材料解决问题，进行理论建构。
而关于文献的角色，这两种模式的共同特征是：文
献史乃是问题史。问题史中的文献显然与作为验

证理论的案例和注脚的文献迥乎不同。
第一种模式的价值在 于：当 文 献 史 成 为 问 题

史，我们就可以很针对地理解问题的解决史，考察

前人分别提出了什么解决方法，各自方法的有效性

如何，后人对前人有哪些推进，该问题解决到了何

种程度，还有什么具体问题有待解决。作为问题史

的文献史虽然未必能提供新的有效解决方法，但可

以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一个关于问题解决的脉络，
且更容易通过历史的纵向与横向比较，发现前人的

各种解决方法及其有效性程度差异，从中 获 得 启

发，减少研究者的重复劳动，从而推进问题的进一

步解决。此种模式还可以帮助我们辨明，我们能否

提出更好的方法；若提出了新方法，新方法又是不

是对前人的推进。
第二种模式则是把文献当作数据，作为理论建

构的材料。这种研究中的文献，不论其时间跨度如

何，都完全服从于问题的解决。在问题之下，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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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邓曦泽：《问题、方法与经典———〈论六家要旨〉的启示》（之二），

见邓曦泽：《文化复兴论———公共儒学的进路》附录２，北京，人
民出版社，２００９；亦载《哲学动态》，２０１０（６）。



呈现出其可能蕴涵的规律性信息，成为理论建构的

原材料之一。这时的文献史，更是被问题激活和贯

穿，极具问题史特色。而这种历史研究是能生产有

效知识和发现有效理论的，其价值自是显而易见。
此种模式，可以概括为“问题＋历史材料＋科学方

法＋一般结论”范式，并进一步简略为“历史材料＋
科学方法”范式。

但是，当把文献史转化为问题史后，有一新的

问题就会提出来，此即研究方法问题。问题式历史

研究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研究方法要求，而提出

这一要求的学术背景乃是：现代科学成为占绝对优

势的知识生产方式，并且学术分工越来越细，专业

化趋势越来越强，传统的人文科学研究方法是远远

不够的，研究者必须加强对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掌

握。唯其如此，研究者才能理解问题史的演进，并
进行有效的整理。布罗代尔说，历史学“必须吸收

比较新的各种社会科学在取之不尽的人类活动领

域里的一切发现。这是一 项 艰 难 但 紧 迫 的 任 务。
只要历史学坚定地走上这条道路，就会对理解当今

世界大有裨益”；他还谈到打破专 业 界 限，与 社 会

学、经济学、统计学对话，并要面对现在。① 布罗代

尔的说法没错，但没有抓住关键，关键是历史学要

吸取现代科学研究方法。
在第一种模式中，历史 研 究 应 大 力 发 展 专 题

史，研究一个专门问题的演进。而要知道某一专门

问题的演进，必须具有相当的专业背景，否则无力

胜任。在第二种模式中，若要利用文献解决一个问

题，且不是低水平的重复，对相关问题必须具有相

当深厚的专业背景。
当然，若要研究者掌握现代科学研究方法，会

导致新范式下历史研究的困难和成本大大增加，但
是，收益的增加将远远超过成本。唯有研究者掌握

相当程度的与所研究问题相关的专业知识，历史研

究才可能在其所擅长的经验归纳的基础上，运用现

代科学研究方法，重新接近现代科学。当然，即便

如此，历史学依然不能重振往日的荣光，重新成为

最重要的知识生产方式，但它能在一定程度上焕发

生产有效知识、发现有效理论的生命力。
〔本文受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

究专项 项 目（ｓｋｑｘ２０１１０１）、四 川 大 学 国 家“９８５工

程”“社会矛盾与社会管理研究”创新基地资助〕
（责任编辑：常山客）

①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第２２４，２３１—２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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